
 

 

行业创造性破坏与企业生产率提升
−基于创新投资选择和成本约束视角

刘志铭，徐佳慧
（华南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通过技术创新获得持续的内生动力，然而中国制造业部门主要依

赖渐进式的增量创新，缺乏基于基础研究的突变型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创造性破坏

不仅能用新技术取代旧技术，而且能为生产工艺的深刻变革开辟道路。因此，科学评估创造性破坏

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对于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创新投资选择

和成本约束视角，考察了创造性破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创造性破坏与企

业生产率之间呈倒 U 形关系，这一结论在控制内生性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作用机制方

面，创造性破坏发挥了创新投资赋能功能，引致在位企业选择产品创新，从而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增长，且赋能效应在创新能力较强的在位企业中更加有效。通过成本约束机制的调节作用，倒

U 形曲线变得更加陡峭。进一步分析发现，其他在位企业创造性破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

现倒 U 形，而新进入企业创造性破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 U 形。此外，创造性破坏与企

业生产率之间的倒 U 形关系在大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或强竞争行业的企业中更加明显。本文结论

为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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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通过技术创新获得持续的内生动力，从而降低资源等要素投入，使经

济发展进入创新驱动的质量增长型模式（钟春平，2021）。然而，中国制造业部门主要依赖渐进

式的增量创新，缺乏基于基础研究的突变型创新，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还未从

根本上得到改变（简泽等，2017）。那么，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引擎是什么？这个引擎能否促进企业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又是什么因素制约着这个引擎发挥作用呢？

作为创新理论的奠基人，熊彼特主张创新的精髓在于创造性破坏，这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核

心动力。他关于创造性破坏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创新；其

次，创新诞生于创业投资的过程中，企业家在竞争中寻求垄断利润或利益，这成为他们推动创新

的主要动力；最后，创新的成果，如新产品或新技术的出现会全面替代旧有的产品和技术，并最

终将它们逐出市场，这一过程本质上就是创造性的破坏。在新古典框架下，Segerstrom等（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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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尝试把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纳入增长理论并形式化（刘志铭和郭惠武，2008）。自

Aghion和 Howitt（1992）构建了一个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经济增长的内生增长模型开始，熊彼特

增长范式已衍生出众多基于创造性破坏的模型，这些模型从竞争、失业、市场结构、企业动态变

化、制度等方面重新阐释增长和发展。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分为创造性破坏测度和创造性破坏经济效应分析两大类。已有文

献主要从国家层面（Peters 和 Zilibotti，2021）、产业层面（Becker 和 Ivashina，2023）和企业层面

（Acemoglu等，2018）对创造性破坏进行测度。Haltiwanger等（2013）通过深入观察新企业的生命

周期，从进入、成长到退出市场来测算创造性破坏，发现每一代新创企业都会创造大量新就业

岗位，其中许多企业会在成立不久后消失，很多岗位也随之被摧毁。Decker等（2014）用企业创造

率与企业破坏率之间的平均值来测算创造性破坏，发现创造性破坏平均水平更高的地区，其人

均 GDP的年均增长率也更高。

国内外学者对创造性破坏与生产率之间相关关系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既有文献发现 ,创

造性破坏能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在创造性破坏驱动的经济增长中，质量提升是增长的核心，创造

性破坏的增强能带来更高的质量提升与创新，进而推动经济快速增长（钟春平和徐长生，2011；

鄢萍等，2022）。随着增长模式从投入型向创新型转变，生产率提升的动力也发生转变，从过去

主要依赖产业间的资源重新配置，转向如今经营主体间的优胜劣汰，在此过程中，创造性破坏机

制的作用将更加凸显（蔡昉，2021）。但也有学者指出创造性破坏造成的真正意义上的破坏体现

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当实体资产供过于求时，这些资产会被彻底销毁；其二是当传统的工作岗位

不再被需要时，这些岗位上的工人会失业（Greenspan和Wooldridge，2018）。没有人知道未来哪

些资产能成为具备生产效率的资产，哪些资产在未来不具备生产效率。新技术总是能诱发投机

性泡沫，只要是泡沫就会有破灭的一天，有的泡沫破灭会造成极大的危害（McCloskey，2016）。

创造性破坏会产生抑制效应，类似于产品市场竞争的熊彼特可挪用效应，从而阻碍生产率的提

高（马红旗和申广军，2021），这提示创造性破坏可能对生产率产生非线性影响。企业在其增长

潜力方面是异质性的（Acemoglu等，2018），不同企业类型的存在突出了创造性破坏在选择过程

中的作用（Peters和 Zilibotti，2021）。Freeman和 Nelson认为,制度是影响创新进入市场的重要因

素之一。制度创新能为技术创新以及经济增长提供激励和秩序（吴静，2018）。企业研发投入偏

好创新数量还是质量，会直接影响其创新策略的选择（王志阁，2023）。创新策略选择是企业能

否长期运行的关键（应千伟和何思怡，2022）。Acemoglu等（2006）认为，企业到技术前沿的距离

取决于企业创造性破坏的速度，而企业创造性破坏的速度又取决于进入企业的质量以及进入的

壁垒程度。可见，现有文献多数关注创造性破坏对生产率的线性影响，但对非线性影响的关注

不足；多数研究聚焦创造性破坏对生产率的直接效应，但缺少对影响机制的深度分析；多数研究

从理论上解释了创造性破坏对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较少从实证层面上进行论证。

基于一个包含企业动力学的理论框架，本文提出创造性破坏与企业生产率之间存在倒 U形

关系的研究假说，即创造性破坏不足和过度都可能不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利用中国工业企

业数据库中包含的新进入企业信息，匹配专利数据和城市面板数据，本文在制造业行业大类（二

位码）层面系统检验了创造性破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从创新投资选择和成本约束两个角

度分析了制约创造性破坏作用效果的内在原因。此外，鉴于企业异质性特点，本文进一步考察

创造性破坏对企业生产率作用效果的差异性。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点：（1）系统考察了创造性破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近年来，不少文献认为，创造性

破坏的增强能带来更高的质量提升与创新（钟春平和徐长生，2011；鄢萍等，2022）。蔡昉（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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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随着增长模式从投入型向创新型转变，创造性破坏机制的作用将更加凸显。简泽等（2017）

认为，现有文献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创造性破坏过程“创造性”的一面，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破

坏性”的一面。本文将创造性破坏的两面性进行综合性分析，发现创造性破坏与生产率之间并

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倒 U形的非线性关系，并从创新投资选择和成本约束两个视角

分析了制约创造性破坏作用效果的内在原因。（2）拓展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领域的研究文献。

以往文献研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主要从不同生产率企业进入、退出市场的行为以及生产要

素在不同生产率企业间的再配置入手（乔小乐等，2020），而没有给出导致企业进出市场和生产

要素再配置的具体原因。本文模型化了企业根据预期的租金来选择创新类型，推导出新企业通

过创造性破坏进入市场，而被创造性破坏的企业则可能会退出市场，进而引致生产要素跨企业

的再配置。（3）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作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创造性破坏一直是

政府、业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研究发现，创造性破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倒

U形，且影响效果因创造性破坏主体、行业竞争程度和企业特性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性，这可以为

政府制定更具有针对性的行业创新发展政策提供一定参考。

二、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

本文借鉴 Peters和 Zilibotti（2021）的方法，通过建立一个包含企业动力学的理论框架，将现

有企业根据预期租金进行创新选择的过程进行模型化构建。

（一）劳动力数量与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消费者有影响企业创新决策的力量（Aghion 和

Howitt，1992）。假定消费者偏向购买最高质量水平的产品 j，产品 j 市场上的激烈竞争会促使企

业开展更多的创新，即竞争促使企业通过创新来提升产品价值，以取得领先地位。假设代表性

家庭的总效用函数为：

U =
w ∞

0
e−ρtlnCtdt （1）

lnCt =
w 1

0
ln

[
xt ( j)zt ( j)

]
d j （2）

ρ xt ( j) zt ( j)

zt ( j) =
∏Jt ( j)

k=1 q( j,k) Jt ( j) q( j,k)

其中， 为贴现因子， 为 t 时产品 j 的消费数量。t 时产品 j 的最高质量水平 是通过产品

创新改进发展而来的，可表示为： ， 为 t 时产品 j 质量改进的步长， 为

产品 j 的质量水平，k 为产品的质量等级。

j j
σ

σ−1 j

借鉴 Garcia-Macia 等（2019）的做法，假设在决定价格和产出之前，企业需先承担一项固定

的生产成本。因此，仅有那些可以制造出最高质量产品 的企业才会选择进行生产，并对产品

收取 的垄断加价，直到产品 的下一次创新到来而被其他成功创新者替代。假设总产出是

以质量加权的 CES组合：

Y =

 M∑
j=1

(
q jy j

)1− 1
σ


σ
σ−1

（3）

y j j q j j

y j l j

j

其中， 表示产品 的数量， 表示产品 的质量。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 ,设每一种产品的生产

都恰好需要一单位劳动，这意味着产品的产出量 与投入的劳动力数量 相等。在竞争激烈的劳

动力市场环境下，根据企业利润最大化问题得到企业生产产品 所雇佣的劳动力数量为：

l j =

(
σ−1
σ

)σ−1

LW1−σqσ−1
j （4）

L W M f其中， 是总劳动力数量， 是实际工资。一个生产 种产品的企业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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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j =

M f∑
j=1

l j =

(
σ−1
σ

)σ−1

LW1−σ
M f∑
j=1

qσ−1
j （5）

由式（5）可以看出，一家企业的总劳动力需求完全取决于其生产产品的质量特性。换言之，

劳动力在不同企业之间的分配与产品质量的分布紧密对应，呈现出一一映射的关系。

ω0

ω1 I τ

ω1(1− I)τ

ω0I(1−τ) ω1 (1− I)τ = ω0I(1−τ) ω0+ω1 = 1

（二）创造性破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借鉴 Klette和 Kortum（2004）的分析方法，将企业定

义为其生产的产品组合，企业拥有多个产品线，这些产品线在创新和创造性破坏作用的基础上

被增加或丢失。在任意时点，在位企业对产品生产存在两种状态，即创新或不创新。记 为稳

态下选择创新企业的比率； 为稳态下选择不创新企业的比率； 表示自我创新率； 表示由其

他企业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其会致使在位企业损失其产品组合中的一个产品。在任何一个单位

时间内，创新企业转变为不创新企业的概率为 ，而不创新企业转变为创新企业的概率

为 ，在稳态下两者相等，即 。又由于两种概率加总为 ，

结合两个公式，可以得到某一时刻企业生产率的增量流为：

g = ω0I(1−τ)−ω1 (1− I)τ （6）

g I假定在位企业生产率的期望增长率 与企业创新成功率 成正比，可表示为：

E
(

Vt+1−Vt

Vt

|Vt = [V
−
qk
t ,V

qk
t ]

)
= I (ζ −1) = g （7）

V qk
t t V

−
qk
t t

ζ =
V
−
qk
t

V qk
t

∂ζ

∂τ
< 0 ω0I (1−τ)−ω1 (1− I)τ = I (ζ −1)

其中， 衡量了 期某一产品初始质量等级时的价值水平， 衡量了 期该产品位于最高质量等

级时的价值水平，记 ，则  。结合式（6）和式（7）可得， ，

则有：

I =
ω1τ

ω1τ+ω0(1−τ)− (ζ −1)
（8）

由式（8）可得：

∂I
∂τ
=

ω1(ω0− ζ +1+τ
∂ζ

∂τ
)[

ω1τ+ω0 (1−τ)− ζ +1
]2 （9）

h =
∂ζ

∂τ
τ̃ =
ζ −1−ω0

h
τ ∈ [τ, τ̃) I τ τ ∈ ( τ̃, τ

]
I

τ τ τ τ τ̃

g I [τ,τ] τ̃ =
ζ −1−ω0

h
g τ

定义 ，可以得到 。当 时， 随着 增加而增加；当 时， 随

着 增加而减少（ 和 分别为 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为最优值）。根据假定条件可知，在位企业生

产率的期望增长率 与企业创新成功率 成正比，无论何时，在 区间内，存在 使

得企业生产率的期望增长率 与创造性破坏 呈倒 U形关系。

在创造性破坏程度较低时，在位企业有较强的动力加大产品研发力度，会将要素资源更多

分配给研发创新。一旦研发成功，在位企业就可以垄断生产这一新产品，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

率。然而对全新产品研发的投入会随着创造性破坏程度的提高而逐渐减少，当创造性破坏达到

一定程度后，随着在位企业产品类型的增加，所需的固定成本会超比例上升，由于时间约束，在

位企业不得不把其经营的产品类型限制在一定数量内，加上原有产品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在位

企业分配给原有产品创新的要素资源较少，可能无法与其他企业竞争，当其他企业推出质量更

高的产品替代这一产品时，在位企业则会逐渐退出原有产品市场，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在某个

创造性破坏程度之下，创造性破坏的正面效应超出负面效应，超出该创造性破坏程度后，负面效

应将占据主导地位。由此，提出假说 1：适度的创造性破坏会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但过度的

创造性破坏又会抑制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即创造性破坏与企业生产率之间呈倒 U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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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R j I j λ j

（三）在位企业创新投资策略选择。假设在位企业希望继续获得产品 的垄断利润，其能通

过一定的研发投入 影响自我创新成功率 ，此时在位企业的创新能力 会对研发支出起到加

成的作用。具体而言，可以假设：

I j = γλ jR j （10）

γ ∈ (0,1)其中， 是一个常数。

根据在位企业的创新能力与技术前沿的距离，在位企业创新投资策略选择存在以下两种情形：

j

j j

情形一：若在位企业的创新能力落后技术前沿，只有当产品 自我创新成功且其他企业对产

品 的破坏失败时，在位企业才能继续接管产品 的生产，参考 Aghion 等（2009）的研究，将在位

企业的最优目标函数表示为：

max
R j

{
γλ jR j

(
1−τ j

)
V
−
qk
t −

1
2
ϕIR2

jV
qk
t

}
（11）

ϕI V qk
t其中， 为在位企业自我创新的成本系数，定义自我创新的成本与 成正比。求解一阶条件得：

R j =
γλ j

ϕI

(
1−τ j

)
ζ = R j1 （12）

∂R j1

∂τ j

< 0 j由式（12）可知， ，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他企业对产品 的创造性破坏会

降低在位企业的自我创新成功率。此时，在位企业会倾向于过程创新策略。

j j

j

j

j

j

情形二：若在位企业的创新能力靠近技术前沿，当在位企业对产品 创新成功时，产品 的价

值水平得到提升；当在位企业对产品 创新失败时，由于在位企业的创新能力较强，其创新失败

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即使其他企业对产品 进行了创造性破坏，但破坏成功的概率也会非常

小，相当于其他企业没有进行创造性破坏。所以，无论在位企业对产品 的创新是否成功，其都

能继续接管产品 的生产，此时最优目标函数为：

max
R j

{
γλ j[R jV

−
qk+1
t+1 + (1−R j)(1−τ j)V

−
qk
t ]− 1

2
ϕ

I
R2

jV
−
qk
t

}
（13）

V
−
qk+1
t+1 t+1 j其中， 衡量了 期产品 位于最高质量等级时的价值水平。求解一阶条件得：

R j =
γλ j

ϕI

(
ζ −1+τ j

)
= R j2 （14）

∂R j2

∂τ j

> 0 j由式（14）可知， ，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他企业对产品 的创造性破坏会

提高在位企业的自我创新成功率。此时，在位企业会倾向于产品创新策略。

根据式（10），式（7）可表示为：

E
(

Vt+1−Vt

Vt

|Vt = [V
−
qk
t ,V

qk
t ]

)
= γλ jR j1,2 (ζ −1) = g （15）

分别将式（12）和式（14）代入式（15）中，可得到：

g1 =
γ2λ2

j

ϕI

(
1−τ j

)
(ζ −1)ζ （16）

g2 =
γ2λ2

j

ϕI

(
ζ −1+τ j

)
(ζ −1) （17）

∂g1

∂τ j

< 0

∂g2

∂τ j

> 0

由式（16）和式（17）可知， ，即当在位企业的创新能力落后技术前沿时，其他企业带

来的创造性破坏会阻碍在位企业生产率的提升；而 ，说明当在位企业的创新能力靠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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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沿时，其他企业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反而会激励在位企业进行自我创新，从而提升企业的生

产率水平。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2a：创造性破坏将会通过创新投资赋能机制影响企业生产率提升；

假说 2b：企业的创新能力对创新投资赋能效应有调节作用，倒 U形曲线在创新能力较强的

企业中更加陡峭。

j

j j

φ (θ)c c φ (θ)

θ
∂φ

∂θ
< 0

τ
′

j

[
φ(θ )c] < 0

（四）其他企业创新选择。其他企业不可能无条件获取产品 的研发技术，如果其他企业想

要进入产品 市场，那么这些企业需要先付出一定的时间和货币成本搜寻产品 的相关信息来攻

克研发技术，即进入成本 ，这是由不变的成本 和受市场竞争影响的成本加成因子 构

成。其中， 代表其他企业对市场的了解度。假定 ，代表对市场的熟悉降低了企业的进入

成本。假定创造性破坏率是进入成本的减函数，表示为 。由此得到：

∂g1

∂c
= −
γ2λ2

j

θϕI

τ
′

j (c) (ζ −1)ζ > 0 （18）

∂g2

∂c
=
γ2λ2

j

θϕI

τ
′

j (c) (ζ −1) < 0 （19）

j j

j

j

j

进入成本降低会阻碍创新能力低的在位企业的自我创新，激发创新能力强的在位企业生产

率的提升。因为进入成本降低时，其他企业更倾向对产品 进行创造性破坏，使产品 市场的竞

争变得激烈。当在位企业考虑到本身的创新能力落后技术前沿时，即使加大自我创新投入，也

竞争不过其他企业，从而选择放弃自我创新，最终退出产品 市场，导致在位企业生产率下降，

从而产生“阻碍竞争”效应。而当在位企业的创新能力靠近技术前沿时，该企业具有较强的竞争

优势，为了继续接管产品 的生产，其他企业的进入会促进在位企业进行自我创新，以防止损失

产品 后重新加入市场竞争，从而产生“逃避竞争”效应。由此得到假说 3：创造性破坏对企业生

产率的作用会受到成本约束机制的调节。

∂φ

∂θ
< 0

j

在同一行业内，不同企业在创新资源的拥有情况上以及将资源转化为创新成果的能力上均

表现出明显的不同。拥有更多创新资源的企业意味着更具有创新的能力，经过“循环累积因果”

效应将初始的创新优势越积越大，从而通过研究与开发活动实现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最终促

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根据假定条件 可知，当企业对市场的熟悉度较高时，该类企业带

来的创造性破坏作用更大。相较于新进入企业，其他在位企业有着经验丰富等优势，使得其他

在位企业更容易获得产品 的相关信息及攻克研发技术，从而存在较小的进入成本。因此，得到

假说 4：创造性破坏对在位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存在异质性。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数据。本文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制造业行业为研究样本。已有研究指出,中

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 2009 年和 2010 年缺失法人代码、应付工资总额和折旧数据，样本统计质

量难以保证研究的可靠性（余淼杰等，2018）。因此，本文采用 2011—2013年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并用 1998—2007年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剔除了缺失关键变量或明显违

反会计准则的样本。为避免异常值的干扰，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的缩尾处理。

（二）变量定义。

1.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综合比较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估算方法，LP 法相较于其他测算

方法更具合理性，该方法以中间产品投入作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代理变量，而不是使用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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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作为代理变量，样本损失量较少，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避免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为了

获得投入要素的一致性和有效性估计，本文选择采用 LP法来估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得

到的 tfp 进行对数化处理。

j

(q̃σ−1−1)l j

q̃σ−1l j l j

2. 创造性破坏率（creative）。关于创造性破坏率的测算，现有研究主要形成了两类方法。一

类是以 Klette和 Kortum（2004）、Peters和 Zilibotti（2021）为代表，根据企业的研发创新强度来测

算创造性破坏率；另一类是以 Aghion等（2009）、Garcia-Macia等（2019）为代表的研究，利用结构

模型间接地将企业创新活动与雇佣人数变动联系起来，构建了二者之间的映射关系，从而估计

创造性破坏率。根据本文式（5）可推导出生产产品 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与其产品质量有一一对

应关系。企业的就业人数与该企业生产的产品数量和质量成正比（Garcia-Macia等，2019），通过

观察就业人数的变动，能够辨识出不同的创新模式（鄢萍等，2022）。若一家企业成功实现产品

的自我创新，假设初始产品质量为 1，在其他条件维持一致的情况下，该企业的就业人数增加了

，并且不会出现工作岗位的流失。然而，若其他企业对该产品进行创造性破坏，那么其

他企业的就业人数会增加 ，而被创造性破坏的企业就业人数就会减少 。因此，本文沿袭

Garcia-Macia 等（2019）和鄢萍等（2022）提出的方法，利用被破坏的工作岗位占行业工作岗位之

比估计某一在位企业受到的创造性破坏。

（三）模型设计。为检验创造性破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t f pit = β0+β1creative jt +β2creative2
jt +αCit +µi+σt +δ j+εit （20）

i t t f pit

creative jt

creative2
jt Cit µi σt δ j

εit

其中，i、j 和 t 分别代表企业、行业和年份，被解释变量为企业 在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 ）；核

心解释变量为创造性破坏水平（ ），用被破坏的工作岗位占行业工作岗位之比测度。根

据假设，创造性破坏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可能存在倒 U形关系，因此我们在模型中加入创造性

破坏水平的二次项（ ）； 表示控制变量的集合， 、 和 分别表示企业、年份和行业固

定效应， 是随机扰动项，并在企业层面计算聚类稳健性标准误。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本文以 2011—2013年期间 279 355家企业为研究样本，构建了 606 905个

公司―年度非平衡面板观测值。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均值为 6.740，与之前文献估计出的结

果较为接近（黄勃等，2023）。①

（二）基准回归检验。由表 1可知，在依次加入年份、行业和企业个体固定效应后，创造性破

坏及其平方项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创造性破坏（creative）的系数为正，而其平方项

（creative2）系数为负。②回归结果表明，创造性破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倒 U形。这与

本文的理论分析相符，在创造性破坏程度较低时，在位企业将研发创新的要素资源更多地分配

给全新产品的研发，一旦全新产品研发成功，在位企业就可以垄断生产这一新产品，从而提升全

要素生产率。然而对全新产品研发的投入会随着创造性破坏程度的不断提高而逐渐减少，在创

造性破坏达到一定程度后，由于原有产品的市场竞争愈发激烈，而在位企业分配给自我创新的

要素资源较少，无法与其他企业竞争，当其他企业推出质量更高的产品替代这一产品时，在位企

业会逐渐退出原有产品市场，使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该结论证实了假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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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创造性破坏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creative 0.2164***（5.54） 0.5704***（10.05） 0.1770**（2.39）

creative2 −7.4741***（−7.72） −13.5631***（−8.98） −4.5887**（−2.4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观测值 606 905 606 905 606 905

R2 0.131 0.129 0.171
　　注：*** 、**、*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值。限于篇幅，控制变量和常数项的估计结果未予列出，感兴趣的读

者可以向作者索取，下表统同。
 

根据列（3），可画出创造性破坏与企业全

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图，见图 1。该倒 U形关系

的表达式为 Y = −4.5887X2 + 0.1770X+ 1.4288。
其中，Y 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X 为创造性破

坏程度，曲线顶点横坐标取值为 0.0193，位于

样本创造性破坏程度取值范围内。根据图

形，行业创造性破坏程度小于 0.0193 时，在

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会提升；行业创造性破

坏程度超过 0.0193 时，在位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会下降。这进一步验证了假说 1。

（三）作用机制检验。

1. 创新投资赋能机制。创造性破坏对企业创新活动会产生两种效应（张杰等，2014）。一是

“熊彼特效应”。由于原生产企业创新研发投入的资金主要以内源融资为主，创造性破坏的增加

会降低企业的超额利润。因此，创造性破坏会抑制企业的创新投资。二是“逃离竞争效应”。原

生产企业为保持产品领先地位，会通过创新提升原有产品价值，当产品自我创新成功后，该产品

的质量有所上升，从而继续垄断这一特定产品的生产。因此，创造性破坏会激励企业进行创新

投资。本文选取专利申请数量（patent）作为企业创新活动的代理变量。根据创造性破坏对企业

创新活动产生的两种效应，构建如下模型：

patentit = β0+β1creative jt +β2creative2
jt +αCit +µi+σt +δ j+εit （21）

用模型（21）检验创造性破坏和企业创新活动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在此基础上，为了进

一步检验创造性破坏对企业创新投资策略选择（invest）的影响，本文将研究样本缩小，仅保留专

利申请数量不为零的企业样本。由于企业的创新投资主要发挥两大作用：一方面，通过过程创

新引入足以提高生产效率的新工艺，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通过产品创新提升产品质

量，进而增加新产品在企业销售收入中的份额。所以，过往研究通常利用专利申请的具体情况

来刻画企业的创新投资策略选择（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根据企业专利申请类型，本文把企

业申请发明专利的行为界定为产品创新策略选择，而将企业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

的行为视作过程创新策略选择（闫静波等，2023）。若企业选择进行产品创新，则 invest 赋值为 1，

进行过程创新则赋值为 0。为此，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1.430

1.428

1.426

1.424

Min(−0.0079) TP(0.0193)
Creative

Max(0.0445)0.0550

L
n
tf
p

图 1    创造性破坏与企业生产率的倒 U 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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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t= β0+β1creative jt +β2creative2
jt +αCit +µi+σt +δ j+εit （22）

根据假说 2b，本文认为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在面临创造性破坏时，更倾向于选择自有产品

创新。对此，在模型（22）的基础上加入企业创新能力与创造性破坏的交互项，具体模型如下：

investit =β0+β1creative jt +β2creative2
jt +β3distit+β4creative jt ×distit

+β5creative2
jt ×distit +αCit +µi+σt +δ j+εit

（23）

distit

t i dist

其中，调节变量 是虚拟变量，表示企业是否靠近技术前沿水平。本文参考余明桂等（2022）
的做法，用企业专利申请量与行业专利申请量的均值之差衡量企业技术距离情况，反映企业是

否靠近技术前沿。如果 时期企业 的专利申请量高于行业专利申请量的均值，则 赋值为 1，
代表企业靠近技术前沿；反之为 0，代表企业远离技术前沿。

表 2显示了创造性破坏创新投资赋能效

应的检验结果。其中，列（1）用全样本，以企

业专利申请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对模型（21）
进行回归的结果。列（2）和列（3）使用仅保留

有专利申请数量的企业样本，以企业创造投

资决策为被解释变量对模型（22）和模型（23）
进行回归的结果。从列（1）可以看出，创造性

破坏系数显著为正，而创造性破坏平方项系

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创造性破坏对企业创新

活动的影响是倒 U形。因为当创造性破坏程

度较低时，“逃离竞争效应”占主流，在位企

业有较强的动力加大产品研发力度，会将要

素资源更多地分配给研发创新，一旦全新产

品研发成功，在位企业可以垄断生产这一新产品，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当创造性破坏达到

一定程度后，随着创造性破坏程度的增加，“熊彼特效应”占主流，在位企业的创新动力减小，从

而抑制全要素生产率。

从列（2）可以看出，创造性破坏与企业创新策略选择之间呈倒 U 形关系。在创造性破坏程

度较低时，企业实施产品创新的动力会随着创造性破坏的增加而逐渐变强。因为当其他企业对

在位企业原有产品创造性破坏的成功率较低时，在位企业一方面会选择产品创新策略中的原有

产品创新，若原有产品创新成功，则该产品的质量得到实质性提升，从而能保持领先地位；另一

方面，企业也会选择研发全新产品，若研发成功，该在位企业可以垄断生产这一新产品，从而获

得该产品的垄断利润。但当创造性破坏程度较高时，这对在位企业原有产品市场份额的冲击较

大，考虑到自身的创新能力，在位企业可能会对原产品进行结构和外观的重新设计，从而选择过

程创新策略。由此可知，创造性破坏具有创新投资赋能的功能，适度的创造性破坏会促进在位

企业进行产品创新，但过度的创造性破坏则会抑制在位企业进行产品创新。

列（3）为模型（23）的检验结果，在加入创造性破坏与企业创新能力的交互项后，交互项的系

数都非常显著，这说明创造性破坏对创造投资策略选择的影响不仅与创造性破坏本身有关，还

与企业创新能力有关。企业创造性破坏的二次项系数以及创新能力与创造性破坏二次项交互项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说明企业创新能力对创造性破坏与企业创新投资策略选择之间的倒 U形

关系起到了正向的强化作用，因此，倒 U形曲线在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中更加陡峭。假说 2b得
到了支持。当初期创造性破坏力度较弱时，位居前沿之下的企业有较强的动力追赶前沿，因为

 

表 2    创造性破坏的创新投资赋能效应检验

（1） patent （2） invest （3） invest

creative 0.3112***（3.61） 0.0683**（2.48） 0.0381***（2.76）

creative2 −0.0361*（−1.74）−0.0305***（−4.03）−0.0129***（−3.41）

×creative dist 0.0360***（−3.25）

×creative2 dist −0.0155***（5.18）

dist 1.0972***（167.5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606 905 94 803 94 803

R2 0.005

sigma_u 2.5224*** 2.5135***

　　注：本表和后文实证结果均对年份、行业和企业个体固定效

应进行了控制，下表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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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赶上，其利润将显著增加。于是初期远离前沿的大多数企业将很快变成前沿企业，随着创

造性破坏程度提高，企业选择产品创新的倾向会逐渐增强。当初期创造性破坏程度较高时，高

度的创造性破坏成功率将刺激前沿企业创新，以压倒其他企业。于是技术前沿将迅速推进，这

会将大多数企业甩到前沿后面。位居前沿之下的原生产企业没有希望战胜潜在的进入者，随着

创造性破坏程度进一步加剧，其选择产品创新的倾向就会逐渐减弱。

2. 成本约束机制。基于理论分析，创造性破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会受到企业进入

成本的约束。本文从人力和物力两个角度出发，分别检验了人力资本成本和物质资本成本对创

造性破坏作用的边际效果。借鉴陈建伟等（2021）的研究，本文以每单位主营业务成本所获得的

工业销售产值测度企业资本成本；参考董亚宁等（2021）的研究，用主营业务收入与从业人员数

比值刻画企业劳动力成本。基于此，在式（20）中加入企业进入成本的交互项，具体模型如下：

tfpit = β0+β1creative jt+β2creative2
jt+β3Dit+β4creative jt×Dit+β5creative2

jt×Dit+αXit+µi+σt+εit（24）

Dit其中， 表示调节变量，包括资本成本（c_zycb）和劳动力成本（c_incrd）。

表 3 报告了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在企业

进入成本上，劳动力成本和资本成本对企业

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影响。当进入成

本较高时，如果其他企业想要进入某一产品

市场，那么这些企业需要付出较高的时间和

货币成本搜寻产品的相关信息及攻克研发技

术，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他企业的进入，

巩固了在位企业生产产品的市场份额，有助

于在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由列（1）
发现，企业劳动力成本与创造性破坏一次项

的交互作用显著为正，与创造性破坏平方项

的交互作用显著为负，这说明创造性破坏与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倒 U形关系随着劳

动力成本的提升而迅速增加，直至转折点，之

后快速下降。因此，在劳动力成本较高的企业，倒 U 形曲线更加陡峭。由列（2）可以发现，企业

资本成本与创造性破坏一次项的交互作用显著为正，与创造性破坏平方项的交互作用显著为

负，这意味着在资本成本较高的情况下，创造性破坏在倒 U形曲线拐点前的正效应和拐点后的

负效应增强。因此，验证了创造性破坏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效果会受到成本约束机制的调节。

（四）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检验。上述基准回归已初步证实理论分析的结论，即创造性破坏对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的作用呈倒 U 形，但基准回归中自变量与因变量可能互为因果，导致出现内生性问题。为

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来缓解内生性。参考马嘉楠等（2018）的研究，以地方政

府的科创偏好作为工具变量。一般来说，地方政府的科创偏好越强，其所在地区的企业为了获

得财政补贴越有可能进行创新。对于生产某一产品的企业来说，由于财政补贴的加持，其他企

业进入这一产品市场的成本相对降低，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其他企业进入该产品市场，导致

创造性破坏程度增强。而地方政府的科创偏好与单个企业的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均无关。从这

个意义来看，使用地方政府科学技术支出与公共财政支出总额的比值作为地方政府的科创偏好

 

表 3    成本约束机制对创造性破坏作用效果的调节

效应

变量 （1） lntfp （2） lntfp

creative 0.1437**（2.07） 0.1659**（2.34）

creative2 −0.0251（−1.45） −0.0233（−1.30）

×c_creative incrd 0.1229***（4.48）

×c_creative2 incrd −0.0253***（−3.40）

c_incrd 4.8995***（48.47）

×c_creative zycb 0.1501***（5.91）

×c_creative2 zycb −0.0273***（−3.94）

c_zycb 6.3090***（26.2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606 905 606 905

R2 0.290 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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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_iv）满足工具变量的要求。此外，参考王莉静等（2024）的工具变量构建方法，本文也将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即创造性破坏的一次项和二次项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

表 4 列（1）展示了工具变量的第一阶段

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工具变量与自变量正相

关，且第一阶段弱工具变量检验 F 统计量大

于 10，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列（2）将
创造性破坏与工具变量同时作为解释变量，

发现创造性破坏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仍显

著，而工具变量的系数却不显著，表明工具变

量满足排他性约束。列（3）报告了将解释变

量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

结果依然支持创造性破坏与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之间呈倒 U形的关系。

2. 稳健性检验。第一，为了进一步检验

创造性破坏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倒 U形关系，这里使用 utest 命令进行检验。结果表明，

创造性破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用的曲线斜率呈先正后负的特点，极值点为 0.0193，恰好处

于 95% Fieller区间 [0.0094，0.0350]，倒 U形整体检验的 p值为 0.0145，小于 5%，同时，结果中的

Slope 在区间里存在负号。因此，创造性破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倒 U 形作用得到了进一步

的验证。第二，改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衡量方法。本文借鉴孙浦阳和宋灿（2023）的做法，选

择 OP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重新测算，并对创造性破坏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

再检验，结果符号与基准回归一致。①第三，改变创造性破坏率的衡量方法。在稳健性检验中，

本文以制造业分行业企业数量的变动量与行业企业总量的比值衡量行业创造性破坏，回归结果

依然表明倒 U形关系结论是稳健的。第四，控制样本偏差。工业企业数据库在 2007年之后核心

指标缺失，特别是 2009 年和 2010 年，这将导致推算的结果存在潜在的误差风险（朱沛华和陈

林，2020）。本文特别选用了 1998—2007年的数据重新进行了前述分析，结果依然与样本数据保

持一致。

五、进一步分析

（一）基于创造性破坏类型差异的分析。不同的创造性破坏主体可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产生不同的影响。为此，本文进一步从产品市场竞争的视角出发，将企业定义为其生产的产品

组合，并将企业分为原有生产的在位企业、扩展进入该产品市场的其他在位企业和新进入企

业。依照理论分析可知，创造性破坏既源于在位企业，也源于新进入企业。这里本文借鉴陈建伟

等（2021）的研究，将成立两年的企业定义为新进入企业，则可通过计算新进入企业创造性破坏

率得到在位企业创造性破坏率。

为了验证假说 4，本文根据创造性破坏的组成结构，分别对新进入企业创造性破坏和其他

在位企业创造性破坏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表 5 的列（1）和列（2）结果表

明，不同类型的创造性破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不相同。其他在位企业创造性破坏对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倒 U形，这与总创造性破坏的变化趋势一致。而新进入企业创造性

 

表 4    内生性检验

变量 （1） creative （2） lntfp （3） lntfp

creative 0.1520**（2.04）

creative_iv 0.0056***（8.16） 0.0899（0.96）

creative2 −0.0375**（−2.01）

L.creative 0.8484*（1.78）

L.creative2 −0.7883**（−2.1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593 750 593 750 317 179

F值 66.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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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 U形。每一代新创企业都会创造大量新就业岗位，由于其中

许多企业会在成立不久后消失，很多岗位也随之被破坏，但幸存的企业则继续创造就业并发展

壮大。新企业刚进入某一产品市场时，企业规模一般较小，且拥有不需要承担新旧技术转型成

本的优势，使得新进入企业的创新更为激进，所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力度更强。随着新进入企业

规模的扩张，其创新概率会下降，从而对某一产品市场的创造性破坏程度会减弱。

 
 

表 5    创造性破坏类型分类与行业竞争程度分类回归结果

（1）其他在位企业 （2）新进入企业 （3）行业竞争强 （4）行业竞争弱

creative 0.3848***（4.91） −0.0109***（−3.87） 0.4940***（4.67） 0.2398（1.45）

creative2 −0.0798**（−4.21） 0.0002***（5.39） −0.0799***（−3.17） −0.1204**（−2.4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606 905 606 905 303 453 303 452

R2 0.171 0.172 0.169 0.163
 

（二）基于行业竞争程度差异的分析。竞争加剧会使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加强创新，以超越

竞争，从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相反，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所进行的创新活动则会受到抑

制。本文参考连燕玲等（2023）的做法，以企业营业收入占其所在行业比重的赫芬达尔指数表示

行业竞争程度。按照行业竞争程度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两组，高于等于中位数划分为强竞争

组，反之则为弱竞争组。从表 5列（3）和列（4）可知，在行业竞争强样本中，创造性破坏与企业全

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 U形关系，这与基准结果是一致的，说明处于强竞争行业的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对创造性破坏变化的反应较敏感。而在行业竞争弱样本中，只有 creative2 的系数在 5%的

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创造性破坏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倒 U形关系在弱竞争组中不明显。

（三）基于企业规模和产权性质差异的分析。不同规模的企业在面对创造性破坏时，可能会

采取不同的策略和应对方式，从而产生不同的影响和结果。按照企业总资产对数值的中位数将

样本分为两组，高于中位数的为大规模企业，反之为小规模企业。由表 6列（1）和列（2）可知，创

造性破坏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倒 U 形关系在大规模企业中更明显，而在小规模企业中不显

著，这表明创造性破坏有效影响了大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

更容易受到政策上的保护，可能缺乏创新激励，进而存在创新效率损失（安同良等，2020）。列（3）

和列（4）结果表明，在非国有企业中，创造性破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明显，但在国有

企业中不显著。这说明非国有企业在面临创造性破坏时会有更高的创新意愿，而国有企业则相

对保守，这与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处于资源获取优势地位却创新意愿低下的现象相一致。

 
 

表 6    企业规模分类和所有权性质分类回归结果

（1）大规模企业 （2）小规模企业 （3）国有企业 （4）非国有企业

creative 0.3071***（3.13） 0.0517（0.50） 0.4651（1.20） 0.1427*（1.91）

creative2 −0.0424*（−1.70） −0.0381（−1.46） −0.1036（−0.72） −0.0388**（−2.0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03 455 303 450 22 122 584 783

R2 0.228 0.250 0.121 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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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创造性破坏是极其强大的“变革发动机”，其不仅能用新技术取代旧技术，而且能开辟生产

工艺深刻变革的通路。文章对创造性破坏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推导和验证，从创新投资

选择和成本约束两个角度分析了制约创造性破坏作用效果的内在原因，并进一步考察了创造性

破坏对企业生产率作用效果的异质性，得出以下结论：（1）制造业行业的创造性破坏与企业生产

率存在显著倒 U形关系。当行业创造性破坏程度小于 0.0193时，行业创造性破坏程度增加会提

升在位企业生产率；当行业创造性破坏大于 0.0193时，行业创造性破坏程度增加会降低在位企

业生产率。（2）创造性破坏会影响在位企业的创新投资策略选择，但主要通过影响在位企业对

产品创新的选择来提升生产率。同时，在位企业的创新能力对创新投资赋能效应有调节作用，

创新投资赋能效应在创新能力较强的在位企业中更加显著。（3）创造性破坏对企业生产率的作

用会受到成本约束机制的调节作用，在劳动力成本较高或资本成本较高的企业中，倒 U形曲线

均变得更陡峭。（4）不同类型的创造性破坏主体对在位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不同，表现为其他在

位企业创造性破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倒 U形，而新进入企业创造性破坏对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的影响呈 U形。此外，创造性破坏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倒 U形关系在大规模企业、非

国有企业或强竞争行业的企业中更加明显。

本文研究结论可为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首先，创新动力源于创

新租金激励的投资决策，特别是研发投资。政府需有效干预和监管以保障租金，尤其是知识产

权。但补贴在位企业可能阻碍更具创新活力的新企业进入市场，因为补贴可能导致在位企业抬

高技能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成本，产生资源再配置效应。因此，政府在扶持产业时，应协调

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确保不阻碍新企业进入。其次，初期创造性破坏较弱时，落后企业有追赶

动力，一旦赶上，利润大增，多数企业能迅速跻身前沿。而接近前沿的企业则要积极应对创造性

破坏加剧的情形。此时，政府应控制破坏力度，因为适度破坏能促进经济创新，此时“超越竞

争”效应为主。然而，当初期创造性破坏较强时，高强度破坏会刺激创新能力强的企业进行创

新，技术前沿迅速推进，多数企业落后，且远离前沿的企业对此反应消极。此时“打击效应”凸

显，政府需警惕过度破坏可能对创新产生抑制作用。最后，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优先关注

气候变化、可再生能源、医疗和国防等议题。还应鼓励利用高技能劳动力，并特别关注竞争激烈

的产业，因为对技能密集型产业的公共投资能更有效地促进生产率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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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Enterprise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novation

Investment Choice and Cost Constraints

Liu Zhiming,  Xu Jiahu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Summary:  China’s manufacturing sector mainly relies on incremental innovation and lacks radical in-
novation based on fundamental research. As the driving force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reative destruc-
tion can not only replace old technologies with new ones, but also open up a path for profound changes in pro-
duction processes. Therefore, scientifically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on enterprise pro-
ductivity holds significant practical importance for guid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
nov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s of innovation investment choice and cost constraint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on enterprise productivity. It is found that creative destruction
present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to enterprise productivity. In terms of mechanism, creative destruc-
tion plays an enabling role in innovation investment, leading incumbent enterprises to choose product innova-
tion, thereby promoting the growth of TFP, and the enabling effect is more effective in incumbent enterprises
with strong innovation capability. Through the adjustment of the cost constraint mechanism, the inverted U-
shaped curve becomes steeper.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mpact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on the TFP of
other incumbents present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while the impact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on the
TFP of new entrants presents a U-shaped relationship.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include that: (1) It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dual nature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find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productivity is not a simple
linear one, but rather an inverted U-shaped nonlinear relationship. (2) It models how enterprises choose innov-
ation types based on expected rents, deducing that new enterprises enter the market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
tion, while enterprises subject to creative destruction may exit the market, leading to the reallocation of pro-
duction factors across enterprises. (3) It analyzes the internal reasons that constrain the effect of creative de-
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novation investment choice and cost constraints, examining the moderat-
ing effect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capability on creative destruction enabling innovation investment.

Key words:  creative destruction； enterprise productivity； innovation investment； cost constr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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